
中国自汉唐以来 ,逐渐形成了在华夷思想指导下的所谓“天朝

礼治外交体系”,建立了以朝贡形式维持的“中国的世界秩序”,这种

所谓的世界秩序,“运用男女有别、老少有分、贵贱有差的理论和方法

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体系,坚持了男对女、老对少、上对下、贵对贱的统

属关系( 亦即强调后者对前者的附属关系) ”[1],由此构成的“礼治主

义”、“礼治体系”以及“礼治的世界”,在各个方面被体现出来。反映在

所谓的“世界秩序”上 ,强调小国对大国、弱小政权对强大政权的“以

小事大 ,事大以诚”,具体到方向的选择、数字的运用、颜色图案的选

用及文书、文字的表达等都有明显而严格的要求。就文书而言,小到

用字、称谓甚至标点,大到文书内容等都体现出严格的等级。

宋政权的建立,使得自久远建立起来的所谓“中国的世界秩序”

被逐步瓦解。在北方,与宋朝并存的辽、金、西夏等,不仅使得宋朝“没

有能力强行推行中国的世界秩序”,“而且也无法阻止像高丽这样传

统的附庸国向辽、金等‘蛮夷政权’输诚”[2],这种新的所谓的“世界秩

序”,在外交盟誓文书、国书等文书中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,而作为文

书组成部分的称谓,则从语境的角度阐释了宋朝的这种对外关系。

一

外交文书中的称谓 ,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:一是什么人( 或机构)

对什么人( 或机构) ,即行文者与收文者之间“允许”构成的关系,这种

“允许”就是所谓的“世界秩序”。如北宋,开始时多是以宋国主的名义

对金国主行文,但宋、金关系的变化,宋国主只能对金皇子或大元帅

行文。也就是说 ,宋国主的地位被降低,身份被改变 ;二是形成的关

系不是以人际现实为基础 ,而是以双方或多方的“人为约定”为基础

的。也就是说,称谓与年龄等事实并无必然的关系,一个政权的年老

皇帝对另一个政权的小皇帝可能一样必须称“叔”、“伯”、“爹”甚至是

“爷”。这是外交文书称谓有别于私文书的显著特征。

综观宋朝对外交往文书,在称谓形成的关系上有几点值得注意:

一是以国家政权名称谓来表示。按照外交原则 ,国家与国家之

间往来的盟誓文书与各种国书等应该以国名称谓才是最妥当的。

宋朝文书 , 无论是宋辽还是宋金、宋夏等 , 往来文书都有使用这种

称谓的。如“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”、“大宋皇帝谨致誓书

于契丹皇帝阙下”。一般说来 ,盟誓文书的称谓基本使用国家名称 ,

如《南宋誓书》和《回赐誓书》就是典型的证明[3]。但国书在这种称谓

的处置上会发生变化。当宋、金政权关系发生变化时 ,称谓就变化

为 :“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”、“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国皇子

郎君”、“大宋皇帝致问大金皇帝皇子郎君”等 , 尽管这里去掉了常

用的“谨”字 ,或把“致书”改为“致问”,但这种一国皇帝对另一国皇

子发送国书的变化 ,其蕴涵的信息是值得认真分析的。

二是关于以亲属称谓来表示的。从外交文书所确立的亲属关系来

看,有兄弟关系、有侄叔( 伯)关系。如“兄大宋皇帝致弟大契丹皇帝”,

“侄宋皇帝致书于叔大金皇帝”,“侄宋皇帝致书于伯大金皇帝”。也有

父( 爷)子( 孙)关系,如“男邦尼鼎定国乌珠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”。

三是关于国名称谓中加入“大”字。体现为两种情况:一种是双方

都在国名前加“大”字,这是唯我独尊传统思想的体现,是皇权的体现,

是集权制思想的体现。另一种是只在一方国名前加“大”字,多是在本

国名前加“大”字,而在另一国国名前不加“大”字,但也有与此相反的。

这是往来国之间平等关系被打破,一国意志被强加给另一国的体现。

四是在皇帝后加“名字”或“谥号”等 ,这在盟誓文书和国书中是

特别重要的。早在北宋初期,北宋与南唐的关系中,南唐皇帝李后主

曾经专门两次派使者 , 一次是恳请宋把对南唐的国书改为诏书 ,还

有一次是恳请宋皇帝对南唐皇帝不要称“国主”,改为呼其名 [4]。看

来,呼名称谓在文书中是有特殊意义的。在南宋对金作出“世为侄国”

的承诺后 ,宋皇帝给金国皇帝的誓书和国书的称谓就变为诸如“侄

宋皇帝眘,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”。这里,宋皇帝的

名字不必回避,因为它是“侄”,是晚辈 ,但对叔( 伯) 皇帝只能用尊号

而不能出现名字 ,同时,自己要谦虚地表示“谨再拜”,对叔皇帝还要

加尊称“阙下”。而金国回给南宋的国书,“叔大金皇帝”不名,不书“谨

再拜”,但曰 :“致书于侄宋皇帝”,不用尊号 ,不称阙下。只写为 :“叔

( 伯) 大金皇帝致书于侄宋皇帝”。总的来说,当国书中出现行文者的

名字的时候,行文者的地位比没有名字的行文者地位又大大降低。

二

从宋朝对外交往文书称谓的用法来看 , 宋朝对外交往构成四

个具有本质差异的层次。

1.关于宋、辽关系。早期的宋、辽盟誓及国书只称国名。自宋与辽

( 契丹) 确定为兄弟之国始,宋盟誓文书和国书致契丹国主者 ,称“兄

大宋皇帝致弟大契丹皇帝”,致契丹嗣主者,称“伯大宋皇帝致书侄大

契丹皇帝”,致契丹皇太后者,称“侄大宋皇帝谨致于婶大契丹国皇太

后”。宋辽外交的实际也基本上是以平等与和平为主的。不过,需要注

意的是 ,从现代外交特征与外交原则来讲 ,平等与和平应该是外交

的主旋律 ,而从历史来看 ,所谓的宋辽平等外交关系却打破了由汉

唐形成的东亚外交圈的基本格局 ,是对汉唐礼治外交体系的破坏和

颠覆 ,而由汉唐形成的东亚外交圈和天朝礼治外交思想 ,在宋以后

的列朝统治者都试图加以恢复 ,应该来说 ,新型外交体系的确立和

对传统外交体系的破坏和颠覆 ,是宋朝国力下降 ,军事实力削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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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宋朝对外交往文书中的称谓体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形式。称谓的复杂性 ,体现了宋朝对外关系的独特性 ,而这种独特

的文化现象 ,既体现了历史的继承性 ,是传统“天朝礼治外交体系”的延续 ,又是宋朝在特殊的“国际环境”下对以朝

贡形式维持的所谓“中国的世界秩序”的颠覆和瓦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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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,从整个外交历史来看,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。但这种大

致平等的外交关系 ,又使得宋朝处在一个以和平为主导的相对稳定

的“国际环境”下,从而促进了宋朝经济、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大发展。

2. 关于宋、金关系。宋、金关系表现在文书称谓上不是一成不

变的。自宋、金海上之盟开始的一段时间 ,宋金外交文书维持了较

为平等的外交关系 ,誓书和国书基本上称“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

皇帝阙下”, 后来在宋、金外交关系中 , 大宋皇帝变誓渝盟 , 被金抓

住把柄 , 授人以口实 , 宋、金关系发生质的变化 , 国书变为“大宋皇

帝致于大金皇子郎君”或“大宋皇帝致于大金皇子都经略处置使”

等类似的称谓 ,再后来 ,宋、金文书称谓变为“侄宋皇帝致书于叔大

金皇帝”、“侄宋皇帝致书于伯大金皇帝”等。从宋、金盟誓文书和国

书称谓的变化 , 我们大致可以管窥北宋末年到南宋外交变化的轨

迹 :从“相对平等的关系”到宋朝外交规格的降等、降级再到后来的

臣君关系、侄伯( 叔) 关系。即使是侄叔关系和侄伯关系 ,也不是简

单的称谓的变化 ,而是“国家关系”的变化。

3.关于宋与西夏关系。尽管宋与西夏发生过多次战争 ,宋和西

夏的关系也常常是貌合神离,但总体上说,西夏一直是宋的臣属国 ,

宋是君,西夏是臣。在文书中的称呼常常表现为君臣关系或父子关

系。当然,西夏在文书称谓的选用上也一直在与宋进行着较量。

如:癸巳,延州言元昊遣伪六宅使、伊州刺史贺从勖来纳款。⋯⋯

从勖持元昊书至保安军,其书自称“男邦尼鼎定国乌珠郎霄上书父大

宋皇帝”。⋯⋯从勖因请诣阙,( 庞)籍( 以为父子关系)名体未正⋯⋯从

勖曰:“子事父,犹臣事君也。使从勖至京而天子不许,请归更议之。”[5]

4.关于宋与高丽关系。宋朝与高丽关系存续期间 ,北宋与高丽

绝大部分时间以君臣相称。宋徽宗为了实现其收复燕云之地的梦

想 , 曾经给高丽王密诏 , 按宋与辽的关系确定宋与高丽为兄弟之

国。南宋以后 ,由于金的阻隔和宋朝外交上的保守 ,宋朝与高丽的

官方关系一直比较冷淡。

三

称谓对外交文本及其体现出来的国家关系、外交政策、外交理

念、外交地位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, 它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, 并传

导着外交工作中的许多信息。

1.称谓的确立强烈地体现着外交工作中形成并需各国相互遵守

的“国家关系”。外交文书中称谓所体现的“国家关系”非常丰富而具

体,有时是平等的兄弟之国,有时是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关系 ,有时

是由等级关系派生出来的长辈与晚辈的辈分关系。请看以下文字:

上与大臣议 , 良弼奏曰 :“宋国免称臣为侄 , 免奉表为书 , 恩赐

亦已多矣。今又乞免亲接国书 ,是无厌也 ,必不可从。”⋯⋯遂从良

弼议 ,答其书[6]。

又如 :宋遣试礼部尚书魏杞 ,崇信军、承宣使康湑 ,充通问国信

使 , 取到宋主国书式 , 并国书副本 , 宋世为侄国 , 约岁币为二十万

两、匹 ,国书仍书名再拜 ,不称“大”字。大定五年正月 ,魏杞、康湑入

见 , 其书曰 :“侄宋皇帝眘 , 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

下。”魏杞还 ,复书“叔大金皇帝”不名 ,不书“谨再拜”,但曰 :“致书

于侄宋皇帝”,不用尊号 ,不称阙下。和好已定 ,罢兵 ,诏天下。以左

副都点检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 ,太子詹事杨伯雄副之[7]。

再如 :五年正月辛亥朔 ,高丽、夏遣使来贺。乙卯,诏泰州、临潢

接境设边堡七十 ,驻兵万三千。己未 ,宋通问使魏杞等以国书来。书

不称“大”,称“侄宋皇帝”,称名 ,“再拜奉书于叔大金皇帝”。岁币二

十万。辛未 ,诏中外[8]。

这三段文字 ,首先确立了南宋王朝与金国构成的关系 :南宋是

臣 ,金国是君 ,臣与君有着严格的等级关系 ;其次 ,南宋与金国构成

的君臣关系 ,在外交文书上体现为长辈与晚辈的亲属关系 , 但这种

亲属关系又不是父与子的关系 ,而是叔侄的关系( 后来又变化为伯

侄关系) 。仔细加以分析 ,作为君臣之国 ,不管称谓如何变化 , 其实

质是不可逆转的 , 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 , 这是南宋与金国之间形成

的不容更改的基本外交格局 , 一切变通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外交

关系。但是 ,历史上的君臣之国 ,其体现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 ,有

父子关系、叔( 伯) 侄关系等。其中 ,父皇帝与儿皇帝的关系不在少

数。在五代 ,类似的儿皇帝就有好几位。如后晋石敬瑭。据史料记

载 :“( 天福元年 , 936) , 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鹰门 , 与唐兵战 , 敬瑭大

败。敬瑭夜出北门 ,见耶律德光 ,约为父子⋯⋯十一月丁酉 ,皇帝即

位。”两年后 ,契丹人册封石敬瑭为“英武明义皇帝”。耶律德宗( 辽

太宗) 也曾对后汉高祖刘知远“呼之为儿 ,赐以木拐”。当然 ,南宋的

实力及版图远大于后晋和后汉 , 也许是南宋这样的大国与其悠久

的历史 ,也许是为了顾及南宋的颜面 ,也许是金国的势力虽超过辽

国但还是不能使宋帝成为刘豫、张邦昌那样的“儿皇帝”, 金国并没

有以君臣之称谓或父子之称谓来要求南宋 , 而只是“许宋世为侄

国”、“侄宋皇帝”, 也就是在形式上变化为叔侄关系 , 当然 , 这种叔

侄关系不是年龄上的叔侄关系 ,与宋辽文书中盟誓文书出现的“侄

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婶大契丹国皇太后”不同 , 宋辽文书中的“侄”,

确是大宋与辽在兄弟之国基础之上而形成的“侄婶关系”, 而宋金

文书中的“侄”, 是等级上的叔侄关系 , 南宋是“世为侄国”, 也即这

时的外交文书称谓是不用考虑年龄及真实关系的 ,南宋皇帝再老 ,

金皇帝再年轻,也是“侄宋皇帝致书于叔( 伯) 大金皇帝”。这与北宋

早期与辽国形成的兄弟、婶侄关系有天壤之别。

2. 称谓的确立是各国国力在外交工作中的综合体现。毫无疑

问 ,要实现外交工作中自己想达到的目的 ,必须有自己良好的外交

信誉 ,有强大的国力 ,有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 ,从这一层面看 , 作

为外交工作具体体现的外交文书 , 其称谓是与自己的国力密切相

关的。宋朝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。欧阳修在修

《新唐书》时就说过 :“今四夷请和 , 使者入谒 , 当接以礼乐 , 示以兵

威 , 虽曰戎夷 , 不可轻也。”[9]说得通俗一点 , 就是既要以“礼乐”接

待 ,但“示以兵威”是不可缺少的 ,因为只有各国的国力尤其是军事

实力具有绝对的优势 ,才能确保外交工作的平等开展 ,当然也包括

外交文书中争取到平等而合理的称谓。

3. 称谓的确立也体现了“国家”的外交思想、外交理念和外交

思路。各朝政权在外交文书的称谓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,每一次称

谓的变动 , 无不体现着本朝的外交目的、外交思想、外交理念和工

作思路。这在各个朝代都有所体现。如唐太宗在与颉利等经过多年

的交战以后 ,稳定了北方 ,于是接受了“天可汗”的称谓。作为中原

地区的大国皇帝 ,唐太宗并没有使用中原地区的封号 ,而是使用了

具有北方民族的封号“天可汗”,这是为什么呢?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一

百九十三的记载是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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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“天可汗”。上曰:“我为大唐天子,又下行可汗

事乎? ”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。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,皆称“天可汗”。

这里 ,关于称谓的史实至少说明两点 :一是在对外交往文书中

称谓的严谨性。只有唐朝天子可称“天可汗”;二是称谓本身体现了

唐朝的对外交往思想和对外交往策略。它反映了以唐太宗为代表

的唐朝决策集团 ,在处理唐与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关系上 ,采取淡

化种族 ,努力实现民族融合的思想。

称谓的变化,带来的是外交关系的变化。宋朝使者魏杞在出使金

国时,金人胁迫魏杞去掉文书中“大宋”的“大”字,魏杞据理力争,断然

拒绝,强调“天子神圣,才杰奋起,人人有敌忾意 ,北朝用兵能保必胜

乎?和则两国享其福,战则将士蒙其利,昔人论之甚悉。”最终使得金国

“损岁币五万,不发归正人北还”,并“正敌国礼”[10]。所谓“正敌国礼”,就

是保持双方平等外交关系,可以说,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外交胜利。

称谓的变化,也可能成为外交斗争的策略。如西夏就曾经通过改

变与辽国的关系,使得自己与辽国成为“甥舅”之国,再通过辽国去逼

迫宋朝不要发动对西夏的战争,或在发动战争前事先通报辽国。在宋、

金关系紧张之际,“夏国以兄事金,各用本国年号,遣使来聘,奉国书称

弟”[11],西夏借用这样的做法以金压宋,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称谓的变化 ,也是一个政权外交事务的准则。“( 金) 大定二年

( 1162年) ,宋人议和 ,朝廷已改奉表为国书 ,称臣为侄 ,但不肯世称

侄国。往复凡七书 ,然后定。”[12]这是南宋抓住的唯一一次改变自己

外交被动局面的机会。宋与金反复交涉、较量 ,最终将“表”改变为

“国书”, 将称谓由“臣”改为“侄”, 这种变化 , 意味着宋、金“国家关

系”已经向平等关系迈出了一大步。

由此看来 , 外交文书称谓的使用 , 不是简单的相互关系的表

现 , 而是各朝经济、军事等综合实力的体现 , 是“国家”政治、文化、

外交等的综合性反映。

参考文献:
[1]黄连枝.亚洲的华夏秩序———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[M].1 版.中
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, 1992: 91.
[2]莫里斯·罗沙比.同等国家中的中国 : 10- 14 世纪的中国及其邻国[M].
加州大学出版社 , 1983: 7.
[3][金]佚名.大金弔伐录[M].1 版.中华书局 2001.
[4][清]毕沅.续资治通鉴:卷二[M].1 版.中华书局 , 1977.
[5][清]毕沅.续资治通鉴:卷四十五[M].5 版.中华书局 , 1986.
[6][元]脱脱 ,等.金史:卷八十八[M].1 版.中华书局 , 1975.
[7][元]脱脱 ,等.金史:卷八十七[M].1 版.中华书局 , 1975.
[8][元]脱脱 ,等.金史:卷六[M].1 版.中华书局 , 1975.
[9][宋]欧阳修,宋祁.张说传.新唐书:卷一百二十五[M].1 版.中华书局, 1975.
[10][元]脱脱 ,等.宋史:卷三八五[M].1 版.中华书局 , 1977.
[11][元]脱脱 ,等.金史:卷一七[M].1 版.中华书局 , 1975.
[12][元]脱脱 ,等.金史:卷八十四[M].1 版.中华书局 , 1975.
★作者:冒志祥 ,博士 ,副教授 ,硕士生导师。
★作者邮箱: maozhixiang@126.com ( 责编:赵芷仪 zm)

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,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 ,

均取得了辉煌成就。在林林总总的清代文化宝库中 ,人们关注和研

究的重点往往是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清史稿》等鸿篇巨

制 ,而对于历朝皇帝的“圣训”则重视不够。实际上 ,由清代历朝史

官纂修的皇帝的训政言论 ,内容丰富 ,涉及政治举措、用人行政、社

会现状、中外交往、民族关系 ,乃至帝王婚丧等 ,从中可以窥见清代

诸帝的施政特色与治国风格 ,从而收到鉴古知今的效果。

《清太祖圣训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训政言论 , 仅有 4 卷 , 是

《大清十朝圣训》( 自太祖至穆宗同治) 中内容最少的。其核心内容

是对“公”的重视与推崇。现就圣训中有关“公”的内容进行分类、归

纳如下 :

1.“至公”。卷一《敬天》,“( 天命六年) 四月壬申。上谕诸贝勒曰:

‘国君与贝勒听断国事,皆知以至公为贵⋯⋯惟能处以至公 ,绝无私

念,乃为天所佑’”(《大清十朝圣训》第一册第 8页,北京燕山出版社,

1998年。下文仅标注引文的具体页码) 。卷二《训诸王》,“天命六年辛

酉四月壬申。上谕诸贝勒曰:‘⋯⋯凡人处世之道,以公为贵,与其皇

皇求利,不若求此至公之心。⋯⋯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克勤于国,俾

其安辑,则天锡丕基能永享矣。⋯⋯朕听国家之事 ,是非臧否,准以

至公,未有溺嗜好、徇货利而妄断者’”( 第 17页) 。又,“七月庚子。上

谕诸贝勒曰:‘⋯⋯朕以至公养人,无所偏向’”( 第 18页) 。

2.“公诚”。卷二《论治道》,“天命元年丙辰正月癸酉。上谕贝勒诸

臣曰:‘⋯⋯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诚 ,而去其私也。⋯⋯抚有大国

者,能以公诚存心,建立纲纪,教养兼施,则天地神祗,必交相感应,而

群方亦莫不爱戴,以之均平邦国,臻于帝王之道无难矣’”( 第 15页) 。

《训群臣》,“乙卯五月庚戌。上谕侍臣曰:‘治国家者,尚宽大,秉公诚,

乃能传世久远,基业牢固’”( 第 19页) 。又,“天命三年戊午润四月壬

午。上谕侍臣曰:‘⋯⋯故自上至下 ,有立志公诚者,谓之积善 ,善既

积,有不致福者乎? 居心邪慝而横行暴虐者,谓之积恶,恶既积,有不

受祸者乎? ⋯⋯自朝廷百官以及万民 ,虽贵贱不同 ,然祸非外来 ,皆

由自致,何也? 天命之为君,不能修天大业、行善事,以顺天意而合人

心,乃溺志卑下,即于慆淫,天必遣之,基业废堕矣。君命之为臣,不能

惮忠勤,恪恭厥职,而邪僻存心,忽怠从事,君必罪之,身亦不保矣。至

庶民,行一不善之事,则刑戮随之 ,所谓凡人之祸 ,皆由自致也’”( 第

20页) 。卷三《求直言》,“癸丑正月。上谕众大臣贝勒曰:‘为国之道,

存心贵乎公,谋事贵乎诚,立法布令,则贵乎严’”( 第 27页) 。

3.“公忠”。卷二《训群臣》,“( 天命六年七月) 甲寅。上谕侍臣

□ 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王东峰

摘 要 “公”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圣训中的核心内容 ,其内涵是公正、公平 ,文章通过对“公”的分析与解读 ,揭示其对当前建

设和谐社会及对公民进行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。

关键词 清太祖圣训 “公” 和谐社会 爱岗敬业 借鉴意义

“公”解读清太祖圣训中的解读清太祖圣训中的解读清太祖圣训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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